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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环境保护税制存在征收标准不统一、税率偏低等问题，难以有

效约束企业的排污行为，因此201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正式实施。本文以

2018年为政策实施节点，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自环保税法实施以来，重污染上市企业绿色创新

绩效的变化，结果表明：费改税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但显著地降低了绿色成果转化效

率，这一现象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国有企业及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探

索环保法地长期实施效果，也为政府完善环保法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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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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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tax system has problems such as inconsistent collection standards and low tax rat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restrict the pollution discharge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on January 1, 2018, the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tection Law (Trial) was 
officially implemented. This article takes 2018 as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node and uses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changes in the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heavily polluting listed compani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law.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ee to tax change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t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this phenomenon is more obvious in the economically devel-
oped eastern region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a high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Th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helps explore the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and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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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各

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推动环保事业，以实现经济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环保税又称为“庇古税”，其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是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排污

者实施征收的税项，通过税收以弥补排污者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间的差异并使得两者相等，使资

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推进，环保税加速发展，许多

国家开始推行有利于环保的财政、税收政策，中国也不例外。为了促进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共生，国务院

早在 1982 年就颁布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详细规定了排污费的各项实施细则。然而，随着经济的

快速发展，由于缺乏执法刚性，该办法难以适应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因此，2015 年 6 月，国务院法制

办公布了《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公众意见，这标志着中国绿色税制改革的迈进一大步，

但其实际成效仍需观察。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于 2016 年颁布，并于 2018 年正式实

施，以法律形式推动企业治污，激励环保生产，实现企业与自然的共赢发展。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自环保费改税正式实施以来，已有大量文献实证检验了环保费改税实施的短

期效应，并大多以绿色专利的申请数、绿色专利数与环保投入之比等指标作为衡量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的产出效应，结果显示，在短期内，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果明显，且随着企业环保投入的增加更为显

著。此外，还有文献聚焦于环保费改税对企业其他方面的影响，如企业 ESG 表现[1]、地区绿色竞争力

[2]、全要素生产率[3]、企业数字化转型[4]-[6]等，从侧面反应出环保费改税对企业的多方面成果。但已

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从长期来看，环保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否是持续性的，相关的文献研

究较少；二、环保税促进企业的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如何，绿色创新投入是否有相应的绿色产出，仍需进

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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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较已有文献，考虑到重污染企业的“高排放、高污染”的特征，聚焦重污染行业上市

公司，采用更为先进的两阶段 DEA-SBM 模型计算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两阶段指标为企业绿色科技研发

效率和绿色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上市企业的长期实施效

果，为环保税政策的实施效度进行总结并提出改进建议，促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波特假说认为，由于环境规制在引致成本增加的同时，能够激励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或提高治污能力，

从而通过技术创新来减缓或抵消这些增加的环境成本，因此，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可以促使企业创新。

自“环境税”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在对此展开了双层面的研究：宏观上，皮尔斯的“双重红利”假

说认为环境税既能改善环境又能提高经济效率，后续研究证实了其有效性。我国学者也发现环保税能纠

正能源过度使用，促进经济与社会福利增长[7]；微观层面，环保税增加企业税收负担，激励其节能减排

和转型升级[8]。实际上，环保税等环境管制政策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很大程

度上体现在绿色技术的增加上[9]。对环保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实际上是将环保税的经

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即“双重红利”效应，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有不少研究，并主要

存在两种对立观点——抑制论和促进论。 
促进论则从另一视角解释税负压力给企业带来的正向激励。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企业会重新审视

自己的成本费用支出结构，一方面是环境管制力度的加大，企业排污成本偏高，环保创新投入可以从减

少排污成本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两个维度来促使企业绿色发展[10]，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随着传

媒技术飞速发展，信息沟通渠道多样化，信息传递高速化，使得企业的行为更加透明化，而社会责任导

向促使企业树立良好绿色形象，进而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资源产出率较低。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

争性。由于其“搭便车”现象的存在，重污染企业为谋求经济利益，会选择牺牲环境利益[11]，因此需要

政府干预，通过开征环保税进行资源配置，将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为排污成本，从而促使其加大对绿

色技术的研发投入，通过技术升级改造，加强对污染物的治理，并减少污染物的排放[12]。据此，本文提

出假设 H1： 
H1：环保税会刺激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 
抑制论认为，环境带来的税负压力会使企业成本增加，可用资金变少，使企业技术创新受到负面影

响。有学者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后发现环境保护税会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并且还

认为根本没有会促进企业加大创新力度的环境保护税的阈值；还有部分学者在采用 DID 模型检验时发

现，其抑制作用对金融发展不够充分的中部地区企业，拥有较强融资约束的非国有企业以及难以转嫁成

本的竞争性企业来说更大。 
中国财科院企业环保成本调研组(2023)调研发现，现行相关政策存在着环保税调控作用弱化等问题，

尽管环保税增加了企业的环保成本，但实际上污染治理投入、运行费用和检测费用较税费而言成本更高，

作为出口大国，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的环保压力超过国内因素，排放标准等环保压力大于环保经济政策[13]。
而陆婷等人(2023)的研究实证检验了绿色贸易壁垒无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

不应高估绿色贸易壁垒对绿色发展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倒逼作用[14]。王永贵、李霞(2023)实证探究了重污

染上市企业政府研发补助与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15]。因此，环保税的征收虽然

提升了企业的环保成本，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未必为实质性创新，创新成果未必实际运用到环境治理

之中。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 
H2：环保税会抑制重污染企业绿色成果转化，降低绿色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产生“专利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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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检验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上市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将样本对象分为

实验组与对照组，并分别进行回归拟合，两组政策变量的系数之差便是政策产生的总效应。除了按照政

策实施时间 2018 年 1 月 1 日为外生事件划分组别，还有一个分类标准为政策实施前后是否改变环保税负

标准为分组依据，将税负平移的企业视为对照组，税负明显提升(即税负提标)的企业视为实验组。根据地

方政府制定的税收标准，税负平移的省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遵循国家指导的省市，它们按照国家确定

的税额下限来征收税费，以确保税收的公平性和规范性；第二类省市则承诺在接下来两年内，按照新制

定的税费标准来进行征收，这种分类反映了地方政府对于逐步调整税负、确保平稳过渡的决心；第三类

省市则是那些当前排污费标准已经较高的地区，在环保费改税的改革过程中，这些地区的征收标准保持

不变，以维持既有的环保投入和治理力度。税负提标的省市同样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省市选择采用

分档或分区的方式来设定税额标准，这样的做法旨在更好地衔接原有的排污费制度，确保税收政策的连

贯性和稳定性；第二类省市则是出于防止周边省市污染转移的目的，主动提高了自身的税费标准。这种

分类凸显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动性和责任感；最后一类省市则是基于平衡环境治理收益和成本

的考虑，直接将税费标准设定至最高值。例如，北京市为了缓解环保资金紧张的状况，将大气和水污染

物的当量标准大幅提高，从原来的 1.2 元和 1.4 元分别提升到 12 元和 14 元，这一举措显示了地方政府在

环保投入上的决心和力度[16]。 
2、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设定，初始模型构建如下： 

0 1 2 3 4ij i j i j ij ijRD TIME POST TIME POST Xα β β β β λ ω ε= + + + × + + + +               (1) 

0 1 2 3 4ij i j i j ij ijTurn TIME POST TIME POST Xα β β β β λ ω ε= + + + × + + + +              (2) 

两个模型中，i 表示时间，j 表示企业，RDij 和 Turnij 为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绩效指标的集合；TIMEi

为取值 0 或 1 的二元时间虚拟变量，POSTj为取值 0 或 1 的二元分组虚拟变量，TIMEi × POSTj为衡量政

策净效应的交互项，λ和 ω为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Xij为控制变量的集合；α0为常量，β1~4为相对应变量

的系数，εij为模型误差。POSTj的二元取值为个体维度的一次差分，TIMEi的二元取值为时间维度的一次

差分，两者的交互项 TIMEi × POSTj则完成两次差分，系数 β3为政策的净效应。 
(二)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我国 2014~2022 年上市 A 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依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征求意见稿)和《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发函[2008] 373 号)》将火电、钢铁、水泥等 16
个行业界定为重污染行业，并结合证监会 2012 年 10 月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筛选出 19 个细

分行业作为重污染企业研究样本。为提高检验效果，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 剔除资不抵债的公司

样本；2) 剔除重要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3) 剔除时间跨度未经过 2018 年时间节点的样本；4) 为消

除极端值的影响，对全部连续变量在 1%和 99%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经过处理后共得到 1033 家上市 A
股重污染企业的 7053 个有效样本。 

2、数据来源 
上市 A 股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

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专利数据库以及 EPS 数据库，上市公司基本信息、控制变量等数据均源于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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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数据库(CSMAR)，本文首先应用 Excel 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整理，然后应用 Stata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

回归检验。 
(三) 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绩效分为绿色科技研发效率(RD)和绿色科技成果转化效率(Turn)。在绿色

科技研发阶段，选取企业研发人员数量、研发经费支出作为初始投入，以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企业绿

色专利授权数作为中间产出指标。在绿色成果转化阶段，中间产出为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企业绿色专

利授权数，而以销售收入、企业污染排放指数和企业能源消耗指数作为最终产出指标。两阶段效率均采

用先进的 DEA-SBM 模型计算得出。其中：企业专利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行业划

分参照国家统计局 2017 年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17)；能源消耗数据核算了上市公

司的耗水量、耗电量、煤炭使用量、天然气使用量、汽油使用量、柴油使用量、集中供热，并根据能源换

算系数计算为上市公司能源消耗指数(统一折算为标准煤)；污染排放数据核算了上市公司的化学需氧量、

氨氮排放量、总氮、总磷、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均统一了单位，并根据熵值法计算了相应的污染

排放指数；考虑到投入转化为产出具有一定时滞，本文取滞后期为 2 年，即：绿色创新初始投入、中间

产出和最终产出数据分别为第 t、t + 1、t + 2 年数据。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包括时间虚拟变量(TIMEi)、分组虚拟变量(POSTj)及两者的交互项(TIMEi × POSTj)。其中，

TIMEi 反映政策是否在第 i 年实施，以 2018 年 1 月 1 日为临界点，在此之后 TIMEi = 1，反之，TIMEi = 
0；POSTj 反映企业是否受到政策冲击，若企业 j 属于实验组，则 POSTj = 1，反之，POSTj = 0；交互项

TIMEi × POSTj为核心解释变量，若 j 为实验组样本，在政策实施前 TIMEi × POSTj = 0，实施后 TIMEi × 
POSTj = 1；若 j 为对照组样本，不管政策是否实施，TIMEi × POSTj均为 0。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涵盖了重污染企业所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企业规模与内部控制、偿债能力、发展

能力、风险水平、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以人均 GDP 数据衡量；企业规模与内部

控制包括总资产规模(Size)、董事人数(Board)、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股权赫芬达尔指数(Shrhfd)；偿

债能力包括权益乘数(Debt)；发展能力包括总资产增长率(Growth1)、可持续增长率(Growth2)；风险水平

包括经营杠杆(Risk)；经营能力包括营业周期(Cycle)、固定资产周转率(Asset1)；盈利能力包括固定资产净

利率(Asset2)、管理费用率(Mfee)。各变量定义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代码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RDij 绿色科技研发效率 第一阶段产出效率 

Turnij 绿色成果转化效率 第二阶段转化效率 

GDP 人均 GDP 市级人均 GDP 取对数 

Size 企业营业收入规模 营业总收入标准化数据 

Board 董事人数 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 

FirmAge 公司成立年限 Ln (当年年份 − 公司成立年份 + 1) 

Shrhfd 股权赫芬达尔指数 公司前三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 

Debt 权益乘数 偿债能力：资产总额 ÷ 股东权益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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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rowth1 总资产增长率 发展能力：(年末资产总额 − 年初资产总额) ÷ 年初资产总额 

Growth2 可持续增长率 发展能力：净资产收益率 × 收益留存率/(1 − 净资产收益率 * 收益留存率) 

Risk 经营杠杆 
风险水平：(净利润 + 所得税费用 + 财务费用 +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

折旧、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 无形资产摊销 +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净利润 
+ 所得税费用 + 财务费用) 

Cycle 营业周期 经营能力：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 存货周转天数 

Asset1 固定资产周转率 经营能力：营业收入/固定资产平均净额 

Asset2 固定资产净利率 盈利能力：净利润/固定资产平均净额 

Mfee 管理费用率 盈利能力：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4.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连续性样本数据进行 1%缩尾处理，并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2 所示。其中，

反映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两阶段指标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差

距较大，说明企业之间的绿色创新绩效差异较大，两指标的均值分别为 0.608 和 0.599，这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D 7061 0.604 0.191 0.275 0.990 

Turn 7061 0.599 0.188 0.275 0.991 

GDP 7061 11.39 0.517 10.04 12.19 

Debt 7061 1.936 1.017 1.050 9.768 

Growth1 7061 0.156 0.257 −0.308 1.588 

Growth2 7061 0.0706 0.0802 −0.638 0.451 

Risk 7061 1.680 0.832 1.028 6.636 

Cycle 7061 199.1 163.5 17.92 1134 

Asset1 7061 3.639 3.699 0.231 24.69 

Asset2 7061 0.341 0.451 −0.343 2.819 

Board 7061 2.134 0.198 1.609 2.708 

Mfee 7061 0.0737 0.0547 0.00145 1.267 

FirmAge 7061 2.995 0.271 2.079 3.526 

Shrhfd 7061 0.156 0.113 1.20e−05 0.563 

size 7061 0.0296 1.187 −0.124 30.97 

 
(二) 基准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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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3. 基准回归分析 

 (1) (2) (3) (4) 

 RD RD Turn Turn 

did 0.011* 0.027*** −0.016** −0.016** 

 (0.007) (0.008) (0.007) (0.008)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_cons 0.605*** 1*** 0.609*** 1.039*** 

 (0.002) (0.285) (0.002) (0.285) 

Observations 9598 7053 9598 7053 

R-squared 0.454 0.473 0.434 0.457 

注：Standard errors are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本文以基准模型为基础，在(1)~(4)列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以及控制变量的不同组合

情况。表 3 中(1) (2)列分析了加控制变量与否，交乘项 did (即 TIMEi × POSTj)对 RD (即企业绿色科技研发

效率)的影响，从结果来看，在加入控制变量后，did 的系数增加到 0.027***，并且显著性水平提高到 1%
以下，这意味着在考虑了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后，环保税的实施显著地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绿色科技

研发效率，支持假设 H1；同样地，表中(3) (4)列分析了加控制变量与否，交乘项 did (即 TIMEi × POSTj)
对 Turn (即企业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均为负向显著影响，说明环保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绿

色成果转化效率，支持了假设 H2。 
在全球绿色竞争背景下，核心是绿色技术创新的竞争。环保税实施以后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越

来越多，但不意味着专利质量高，对最终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好。这可能是因为企业为了获取政府补助

和税收优惠，追求创新“数量”以迎合地方政策，从而产生政府创新资源错配，“专利泡沫”问题日趋浮

现[17]，重污染企业末端污染治理所要求的技术复杂度可能更高，因此，产生了重污染企业绿色成果转化

效率反向显著的结果。 
(三) 稳健性分析 
1、平行趋势检验 
 

 
Figure 1. parallel trend test chart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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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趋势检验图通常用于在政策评估或因果分析中，检验对照组(未受到政策或干预影响的群体)和
实验组(受政策或干预影响的群体)在政策实施前后是否具有相似的趋势。在本次实证检验中，横轴代表

“政策时点”，current 代表政策冲击当年，pre_i 和 las_i 分别代表政策冲击前和冲击后的第 i 年，纵轴则

代表“政策效果”，即我们关心的因变量绿色创新绩效。 
图 1 左侧图为 RD 平行趋势检验图，右侧为 Turn 平行趋势检验图。两图均显示，在政策实施前，实

验组和对照组没有显著的差异，而左图表明，在政策实施后，两组的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差异显著为正，

但在 las_1~las_3 三期有下降趋势，可能是受到疫情冲击，但绿色科技研发效率仍然显著，并在 las_3~las_4
开始回升；右图显示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一期(las_1)，差异不显著，可能是由于绿色科技的投入对产出的影

响存在滞后性，而后的三期，两组的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差异均变为负向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实验

有效。 
2、三重差分检验 
为保证实验结果的有效性，本文扩大了样本范围，在双重差分的基础上增加一重差分，即在所有 A

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基础上，以相同方法处理样本数据，根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

见稿)等文件，增加行业差分虚拟变量，共获取 21,770 个有效样本，包含了 2829 家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三重差分模型构建如下： 

0 1 2ijt i j t ijt ijtRD TIME POST Industry Xα β β λ ω ν ε= + × × + + + + +                 (3) 

0 1 2ijt i j t ijt ijtTurn TIME POST Industry Xα β β λ ω ν ε= + × × + + + + +                (4) 

核心解释变量为 TIMEi × POSTj × Industryt，系数 β1为政策的净效应，i 表示时间，j 表示企业，t 表
示行业，Xijt为控制变量集合，λ为年份固定效应，ω为企业固定效应，ν为行业固定效应，εijt为随机扰动

项，实证结果如下： 
 
Table 4. Results of triple difference test 
表 4. 三重差分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RD RD RD Turn Turn Turn 

ddd 0.019*** 0.018*** 0.019*** −0.012** −0.021*** −0.013** 

 (0.006) (0.004) (0.006) (0.006) (0.004) (0.00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和年份 
固定效应 Yes   Yes   

行业和年份 
固定效应  Yes   Yes  

企业、行业、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_cons 0.625*** 0.598*** 0.625*** 0.594*** 0.607*** 0.593*** 

 (0.088) (0.016) (0.088) (0.087) (0.015) (0.087) 

Observations 21,770 21,783 21,770 21,770 21,783 21,770 

R-squared 0.46 0.377 0.46 0.458 0.376 0.458 

注：Standard errors are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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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 结果所示，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的不同组合情况下，(1)~(3)
列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 TIMEi × POSTj × Industryt的系数均在 1%水平上正向显著，进一步说明了环

保税会刺激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这一结论的稳健性，验证了波特假说

在中国的适用性；(4)~(5)列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 TIMEi × POSTj × Industryt的系数大多在 5%水平上负

向显著，说明环保税在促进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科技研发的同时，产生了“专利泡沫”现象，假设 H2 稳

健性得到验证。 
3、安慰剂检验 

 
Table 5. Results of the placebo test 
表 5. 安慰剂检验结果 

 (1) (2) 

 RD Turn 

did2 0.007 −0.012 

 (0.01) (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_cons 0.996*** 10.037*** 

 (0.285) (0.285) 

Observations 7053 7053 

R-squared 0.471 0.457 

注：Standard errors are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为排除结论可能只是反映实验组和控制组绿色创新行为的时间序列差异，本文设定政策改革时点为 

2016 年进行安慰剂测试。具体来看，2016 年环保税法颁布时强调遵循“税费平移”原则，各地也并未

推出具体实施方案，应不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增加。表 5 结果显示，RD 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

正，但并不显著；Turn 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表明，在没有政策冲击的情况下，企

业绿色创新行为并未发生显著变化，支持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四) 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企业在发展模式、研发能力、竞争优势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从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

和数字化程度异质性三方面进行分组回归： 
1) 地区异质性 

 
Table 6. Result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6. 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RD RD RD Turn Turn Turn 

did 0.04*** 0.028 −0.005 −0.017* 00.000 −0.017 

 (0.01) (0.021) (0.016) (0.01) (0.021) (0.01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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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_cons 0.761* 0.557 10.429*** 0.916** 10.129 10.458*** 

 (0.401) (0.812) (0.547) (0.404) (0.805) (0.544) 

Observations 4445 1008 1599 4445 1008 1599 

R-squared 0.476 0.467 0.488 0.454 0.471 0.474 

注：Standard errors are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政策执行力度等因素都会影响环保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表 6 中的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企业的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在 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在

10%的水平上负向显著，但显著性不强；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两指标均不显著。这说明在经济发达、环境政

策执行严格的地区，企业面临更高的环保压力和成本，因此可能更倾向于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降低成本、

提高竞争力，进一步支持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在经济欠发达、环境政策执行相对宽松的地区，研发

资源、科技人才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可能导致企业可能更注重短期经济效益，对绿色创新的投入和

动力相对较弱。 
2) 产权异质性 

 
Table 7. Results of proper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7. 产权异质性分析结果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RD RD Turn Turn 

did 0.008 0.039*** −0.025** −0.014 

 (0.012) (0.01) (0.012) (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_cons 10.096** 0.84** 0.966** 10.106*** 

 (0.485) (0.374) (0.485) (0.373) 

Observations 2563 4476 2563 4476 

R-squared 0.5 0.464 0.48 0.454 

注：Standard errors are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可能导致政策冲击的异质性结果。在中国国有企业有特殊资源优势(张成思和刘

贯春，2016) [18]，资金来源比较稳定。而且，上市公司中的国有企业受到的监管也更为严格，整体绿色

创新水平较高。环境保护税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可能不大，而非国有企业通常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

争和融资约束，可能更有动力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表 7 中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绿色科技研发效率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当然这也可能与国有

企业研发活动受政府干预大多为长期决策，很难因单一政策冲击而发生显著变化有关。而非国有企业在

1%的水平正向显著。这意味着，环保税改革积极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这可能是因为非国

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对市场型环境规制反应更为敏锐。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系数为负但并

不显著，可能由于非国有企业百花齐放，政府的监管力度加大，使得非国有企业对绿色科技的研发质量

监控与管理更为严格。而国有企业的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在 5%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说明国有企业的绿色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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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活动的质量不高，存在追求专利数量而非质量的“专利泡沫”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国有企业受国家严格管制，政府干预力度更大，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可能在控制创新

活动的内部和外部资源方面处于更好的地位。较为充足的技术创新资源推动国有企业发挥组织控制优势，

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有利有弊，国有企业享受政府隐形保护，导致外部投资和市场就业意向更加

趋向稳定的国有企业，受外界市场环境波动影响较小，容易产生较低的风险敏感度，导致色专利技术的

成果转化效率偏低。而非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更高，市场竞争程度大，企业为了获利往往通过寻租

等手段与政府部门建立联系，为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获得政府的支持，企业更倾向于提升各方面能力

以获得政府的青睐，因此，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往往是“量”与“质”并行以减少企业寻租成本。 
3) 数字化程度异质性 
数字化程度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靳毓等(2022)通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

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非高新技术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

显著[19]；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 8 中的结果表明，

高度数字化的重污染企业，绿色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在 1%水平上正向显著，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在 5%的

水平上负向显著。这是因为高度数字化的企业具有更强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更有效地利用

政策激励，提高绿色科技研发效率。然而，这些企业可能过于注重新技术的研发，而忽视了转化阶段的

挑战，导致绿色成果转化效率降低。相比之下，中低度数字化的企业在技术转化和市场推广方面面临更

大的困难，因此政策的影响难以显现。 
 
Table 8.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digitization degree 
表 8. 数字化程度异质性分析结果 

 高度数字化 中低度数字化 高度数字化 中低度数字化 

 RD RD Turn Turn 

did 0.026*** 0.025 −0.019** 0.001 

 (0.009) (0.018) (0.009) (0.01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_cons 10.133*** 10.687*** 10.322*** -0.299 

 (0.353) (0.616) (0.354) (0.61) 

Observations 5587 1361 5587 1361 

R-squared 0.474 0.54 0.456 0.541 

注：Standard errors are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 2018 年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准自然实验，以 2014~2022 年我国 A 股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

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效应识别。结果表明：费改税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研发绿色专利，

提升了企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这说明，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的冲击力度强，创新驱动作用效应显著，

这一现象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非国有企业及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然而，在探索费改税对

二阶段绿色产出的影响时发现，从长期来看，在末端治理方面，一阶段的绿色专利产出并未产生最终的

实质性治理成效，绿色成果转化效率负向显著，重污染企业存在重专利数量轻专利质量的现象，这一现

象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国有企业及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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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结论，为加强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成效，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深入推进简政放权，

加快建立专利申请质量评价机制，遏制“专利泡沫”现象。政府部门应进一步重视企业专利质量的培育，

针对高质量的创新给予更多的支持和优惠。第二，通过修法尽快对 VOCs 全面征收。建议适时启动环境

保护税法修订工作，在完善 VOCs 的监测、核算等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合理选择 VOCs 的征收方式，将

更多种类的 VOCs 纳入环保税征收范围，适时将新污染物纳入环保税征税范围，并适度提高税率下限，

帮助解决政策调控作用弱化现象。第三，优化营商环境，政府可以采用国企参股民企的路径帮助民企摆

脱所有权性质歧视的束缚，促进国企与民企间的合作交流，提高市场化程度，简政放权，更大程度地释

放国企竞争潜力，激发国企创新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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